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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
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
拓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石兴邦先生在西安
逝世，享年100岁，全国文博界闻之哀痛！

石兴邦先生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
主持发掘西安半坡、临潼白家村等重要遗址，并组
织实施周原、咸阳、杨家湾、雍城、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一号坑等一系列重大考古项目。他主持的半坡遗址
发掘，创立“半坡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
考古的先河，催生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
安半坡博物馆，创建了以社会人类学方法诠释考
古遗存的科学范式，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和中国
特色考古学体系构建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弟

子王仁湘教授撰写挽联纪念先生：为华夏蛮夷寻
根神州南北，替唐汉秦周探脉关内西东。西安半
坡博物馆原馆长张礼智先生也感叹石兴邦先生作
出的贡献：“情系考古业足迹遍神州岂止半坡，首
倡史前馆声誉享世界功在兴邦。”

本报今日推出专题，追忆中国考古终身成就奖
得主石兴邦先生。

编 者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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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邦，著名考古学家，1923年生于
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1949年
考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硕士研究
生。1950年跟随导师夏鼐到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 年先后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76-1984 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
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第一研究室副主
任。1984 年后任职于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
落的发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等，主编
和参与编纂了《中国原始文化论集》《考古
学研究》等十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发表了
《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
的考察》等有影响力的论文。

2018年 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上，石兴邦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大会
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写道：在中国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工作期间，石兴邦先生主要负责西安半
坡遗址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等田野考古工
作，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史稿》第一卷和《中国
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主持
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
重要遗址的发掘。在陕西工作期间，他重点发
掘了秦咸阳、凤翔和周原等周秦遗址和李家
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遗存，建立了铜川耀州
窑、汉阴、绥德等数十个工作站，开展了秦始皇
兵马俑一号坑的发掘研究、秦始皇陵的勘探研
究等工作，完善了全省的考古体制，培养了一
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由于年事已高和身体原因，石兴邦老先生
当天未能到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
勇代石兴邦先生领奖。

半坡遗址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河流域
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环壕聚落，其
遗存丰富，揭示了距今 6000多年前，一处典型
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的丰富文化内涵，
包括社会组织、生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
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1958年
建立的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遗
址博物馆，就是在石老先生主持发掘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目前仍然展示着当年石兴邦先生
提领发掘的成果。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西
安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台阶前，立着一尊石兴邦
先生的半身塑像。作为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
主持人，他用一柄手铲，发掘出了史前文明的
秘密和未知细节。

难忘师恩
从笔者第一次见到石兴邦先生到多次采

访后的熟识，已经过去 9年。然而，首次采访
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在交谈中，老先生念
念不忘的是引领自己走向学术之路的诸多恩
师和事业起步的工作单位。

那是 2013年的初冬，《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家印象”栏目计划采访石兴邦先生，联系好
具体时间后，我们来到位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东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房间内的地面
和书桌、书架上，层层叠叠堆满书籍和资料，几
乎无立足之地，我们只好放弃拍摄视频的计
划，改为文字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的老家，咱们是一
家人啊！”刚一见到我们，老先生一把抓住我的
手，充满热情地攀谈起渊源。

“1949年夏鼐先生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我
读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
夏鼐先生从浙江大学调往北京任副所长，我跟
随他到了考古研究所工作。”

“我听说您刚开始师从吴定良先生学的人
类学，后来为什么转到夏先生的考古？”初生牛
犊不怕虎，我很莽撞地问道。

“啊！这事你都知道！看来你来采访之前
做了许多功课。”石兴邦先生用手挠了一下头，
并不介意我的唐突，拉过一旁的老式木头办公
椅示意我坐下。

“陕西愣娃不知道拐弯子，我喜欢你这样
直来直去的记者。咱们坐下敞开聊聊啊……”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标志着一个旧
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石兴邦原
来就读的“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同
年 7月，还没有领上毕业证的石兴邦，以南京
大学助教的身份，报考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
授吴定良先生的研究生。

“我记得去吴先生家待了两三天，考场就
设在他家客厅，考生就我一个人。导师随手从
书架上拿了一本德裔美国人类学者弗朗茨·博
厄斯的著作《原始人的心智》，让我当场翻译第
一章《种族偏见》。”

石兴邦当时还以为这只是个测验，所以一
点都不紧张，用了大半天时间完成后，把自己
带来的论文和译文一起交给吴先生看。吴先
生看了一会儿，告诉石兴邦说：“你被录取了。”

“一个学生单独在老师家的客厅考试，成
了浙江大学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我很
幸运！”64年过去了，谈起往事，石兴邦先生依
然难掩兴奋之情。

吴定良先生虽然脾气古怪，但是同自己的
学生石兴邦相处融洽。石兴邦跟着吴先生选
修了史前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统计学等几
门课程。除了统计学需要大量数学知识，感觉
吃力，其他课程得心应手，尤其喜欢考古学。

第二学期开始，石兴邦听说同一个系的教
授夏鼐先生在英国学过现代考古学，学养扎实
全面，不仅掌握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且
熟悉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夏鼐平日待人
比较随和，大多数时间都在带领学生搞发掘，
还常组织学生实地实习，让学生动手。石兴邦
怦然心动，有心改换门庭。

“我这一生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啊！我能有
今天的一点成绩，都是这些恩师一步步培养提
携的结果。”说到这里，老人颇为感慨，眼眶都
湿润了。“你不知道，我曾经差一点没有机会成
为夏鼐先生的研究生！”

夏鼐先生不但严于律己，而且要求自己的
学生也要有清白的人品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
风。实习发掘时，夏先生安排石兴邦管理账
务。发掘结束后，账面剩余一点零钱。石兴邦
闲暇时开玩笑说用这些零钱买零食吃。夏鼐
先生听到后很生气，他操着浓重的温州口音，
低声而严肃地对他说：“钱不论多少，怎样对待
它，却是做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关乎个人道
德。做考古，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一点贪念。”

事后，石兴邦诚恳地向夏先生认错，做了
检讨，表达了学习考古的决心。夏鼐先生提醒
他说：“我的学生首先要做人清白！只有做人
清清白白，才有可能踏实做事，严谨治学。”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夏鼐先生本就同吴定良先
生私交甚好，经夏鼐先生通融，吴定良先生同
意石兴邦转投夏鼐先生学考古。从此，“认真、
无私”成为石兴邦的座右铭。

在浙江大学，给石兴邦授课者还有讲授冷
门金石学的沙孟海先生。让石兴邦记忆深刻
的是，沙孟海先生讲课语言风趣幽默，充满激
情。“尽管只有2个学生，老先生每次都认认真
真写好讲稿，发给学生后，开始讲课。讲到得
意处，情绪激动、热血沸腾，我俩傻瓜学生也跟
着同喜同悲、沉浸其中。”

名师出高徒。浙江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为
石兴邦日后从事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初进考古所
石兴邦记得非常清楚，1950年9月5日，是

自己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到的日子。
那日，夏鼐先生身穿朴素的灰布短大衣，头戴
皱巴的布质解放帽。

“我当时进单位，手续并不复杂。开始，夏
鼐副所长给我来信说，他给梁思永副所长说过
了，同意让我过来。听到这个喜讯，我赶忙给梁
思永先生用文言文写了封信，同时给夏先生也
寄去了一封。夏先生不几天就回信说，写信实
在是没有必要，赶紧来报到就是了。”石兴邦说。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先生，郑振
铎是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都是副所
长。石兴邦说，自己到考古所才发现，包括所
长以及苏秉琦、徐炳昶、马得志等人，全所总共
不到 20人。而且，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早在开
国大典后不到几天就开始了。

到北京一个月后，石兴邦的聘书正式下
发，文件上印着“助理研究员”。第一次任务是
跟着导师去河南实地考古。彼时，所内实行导
师制，石兴邦的导师是苏秉琦先生，梁思永带
安志敏，夏鼐带王仲殊，郭宝钧带王伯洪。梁
思永先生卧病已久，大多数时间以孱弱之躯在
病榻上勉力主持日常事务，夏鼐则是唯一亲临
一线的考古所领导。

河南辉县的考古实践打开了石兴邦的视
野。夏鼐先生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辨认土色、
土质，划分土层，判定层位关系，如何测绘图
件、提取遗物、填写表格等，还经常检查他们的
记录，看是否及时完成、内容有无差错。翌年4
月，考古研究所为进行中原地区史前遗址的考

察，同时派出两支调查发掘团。河南省调查发
掘团由夏鼐率领，成员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
志；陕西省调查发掘团由苏秉琦率领，成员有
石兴邦、王伯洪、白万玉、钟少林。夏鼐根据西
方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自己的工作经验，结
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田野发掘方
法和严格的操作规范，这套田野发掘方法和操
作规范强调认真细致，沿用至今，一直是中国
考古工作者自觉遵循的法则。

“真者，精诚之至也。”数次采访中，笔者从
石兴邦先生“认真”的习惯上，仿佛看到了考古
所前辈们为考古研究默默奉献的身影。

1951年 10月中旬至 1952年 2月初，夏鼐
率领中国科学院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
郊进行古墓发掘，成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
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
宋伯胤。辉县、长沙两项发掘结束以后，夏鼐先
生带领石兴邦等参与人员编写的《辉县发掘报
告》和《长沙发掘报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
出版的两部考古报告，也是具有样板意义的两
部报告。《辉县发掘报告》部分篇章由郭宝钧、
苏秉琦和夏鼐本人撰写，其中大部分内容由安
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和陈公
柔等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的年轻学者执笔。

“夏鼐先生认为，编写报告是发掘工作的
继续，也是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重要环节。通
过这些工作流程的历练，可以使大家掌握从整
理原始记录资料到器物分类排比、遗址和墓葬
分期断代，再到妥善安排适当的文字表述与必
需的辅助图表的全过程，以实事求是作出结
论，从而构建一整套编写报告的基本规范。”时
间过去了70年，此情此景，石兴邦记忆犹新。

考古训练班
1952年，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

设高潮，迅速培养田野考古人才，文化部、中国
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考
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
行田野考古知识和技能的短期培训。曾任文
化部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出任班主任，
授课教师有尹达、宿白、冯汉骥、李文信、裴文
中、贾兰坡等，安志敏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
古”，郭宝钧讲授“殷周考古”，苏秉琦讲授“战
国秦汉考古”，白万玉等人讲授修复、照相、绘
图、测量方面的技术。最重要的基础课“田野
考古方法”由夏鼐亲自讲授。

训练班 8 月开课，9 月实习，10 月底结
业。总体时间分配是理论授课和考古实习各
占一半。在第一届考古训练班的讲演稿《田
野考古序论》中，夏鼐开宗明义地指出：考古
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古物及遗迹”“是古代传
留下来的经过人类加过工的东西”“田野考古
是一种科学的训练”“是‘实践的’，不是空论”

“实践中重要的是亲自动手”“要求田野工作
的记录的忠实和精确，便是使之‘合于实际’”
等。夏鼐先生这一至关重要的基本课程，教导
考古学者深刻领会考古学的科学理念和正确
方法，使大家受用终生。

训练班开学后，因为夏鼐先生临时要回老
家，石兴邦顶替夏鼐先生讲授大部分课程。田
野考古包括古代墓葬和居住遗址的发掘。根
据夏先生的指导，石兴邦按照夏先生的讲义对
各地考古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基本技能，要求初
学者在实践中从辨别生土和熟土，也就是从熟
练地“找边”学起；发掘墓葬不能盲目下挖，要注
意填土中的包含物；发掘遗址要开探方，根据隔
梁剖面显示的土色土质（自然堆积）划分地层，
不能按照深度分层，而不顾文化堆积的变化，并
且要随时注意遗迹之间的平面关系等。

学员们评价石兴邦讲课爱“唠叨”。“其实
我讲的没有一句闲话，全部是实地发掘实际操
作的经验之谈。这些田野经验，是当时任何书
本上都没有刊载的。”石兴邦说。

1952年至 1955年，四届考古训练班共计
培养了田野考古骨干 341人。全国考古工作
人员训练班将科学的发掘方法和基本设备迅
速普及到全国各地，使田野考古成为中国考古
研究的主流。这四届培训班的许多学员，成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
在新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现“半坡”
在此后的多次采访中，笔者发现，“少说空

话、多干实事”是石兴邦先生的口头禅。石兴
邦先生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是中国史前考古
研究，他对史前史及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文化
体系、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考古、史前信仰与
传说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
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发挥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
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不
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身的研究，也为中
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
成为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重要开端。

1953年，石兴邦带领一支考古队回到陕西
搞发掘。北京大学的杨建芳、俞伟超也是那次
来陕西实习的。第一班 4 个人，第二班 7 个
人。邹衡是第一班的学生，是由夏鼐先生辅导
的。徐苹芳、黄展岳、俞伟超等几个人在龙首
塬实习。石兴邦和吴汝祚沿着浐灞两河搜寻，

发现西安东郊电厂的基建区有许多“上三代”
的建筑遗址和墓葬。这是以前考古工作者一
直没有认真注意过的遗址。

“遗址和墓葬的地点不同。”石兴邦先生解
释说，在没有形成“城市”之前的古代人，住的
地方一般要比河床高些，既要有饮用水源，又
不会闹出水灾。他们一般选择距离河岸较近
的土岭居住，也便于农作物的灌溉。墓葬却很
难说，为了选择一些背靠高点、前边有盘水的

“风水宝地”，有些墓地反而选择在低洼地带。
“那一天，大概是中午时分。”石兴邦回忆，

自己腿困脚乏地走了不少路，就找了个土坎坐
了下来，无意中发现河对面地势比较低的土梁
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按照考古者的职业习
惯，这些由季节河水冲刷出来的层次比较分明
的断崖，是古代遗迹遗物的最佳观察点。

石兴邦急切地走到近前，发现是村民取土
留下的断崖横切面。取过土的断茬上边露出
许多陶器碎片，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石
兴邦攀到高处，用镐头打了打，发现土层中遗
留有许多明显不是河水冲刷形成堆积的小石
片、小陶片，层层叠叠，十分丰富。半坡这个不
起眼的地方，由此走向世界……

次年 9月，石兴邦带领第三届考古训练班
学员，来半坡实习。

“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出头，正是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年纪，年轻人敢想敢干，没有包袱。
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只有采用全方位探测大
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
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做
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下一步的
发掘计划和方法。”说到这里，石兴邦先生挥舞
着双手，喜不自胜。

正是采用了这种超常“大胆”的方法，与过
去打探沟、切成条条块块分割的方式大有不
同，团队最终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倒塌的圆形
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残迹，以及其他房
屋建筑遗迹。由于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出土遗
址迹象清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

这是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出的史
前居住遗迹。半坡的发掘使学者们有了重新
全面细致认识仰韶文化内涵的可能。

“遗址当时一经揭开，东西一下子都出来
了，场面很大。人骨最后才陆续出现。其中，
有两座房子保存完整，其中一个倒塌后原位保
存，下面也没有压人。”

“这是个圆顶房子，最顶部就好像圆锥把
上边那个‘锥’取掉了，实物部分是圆台那个样
子，就是上边那个‘圆’很小。”

“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这么丰
富的资料。通过考古推进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并非从书本到书本，亦非简单搬运过来洋理
论，而是现代人拿着手铲和毛刷一点点揭示出
远古人类生活的场景。”

“那时，由于没有想到以后要在这里建博
物馆，所以将几处很好的房址一块块地解剖掉
了，大型房子除将两个柱础全部取出拿回外，
将房屋架构部分都一段段地切开，将其残块堆
到已挖过的地方，将圆形房子一片片地取下，
将居住面也一层层剥开，整个房子被化整为
零，使现在的参观者再也看不到房子内部的结
构和包含物了。虽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固然
是应该这样做的，但在博物馆成立后，要恢复
大房子的原貌，就再也不可能了。为此，我感
到非常自责！”石兴邦先生遗憾不已。

开创考古范式
“半坡遗址揭露面积大，参与人员众多，田

野工作时间较长，发掘组织有方。对于复杂遗
迹现象的处理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为大遗址
发掘提供了一个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说。

半坡的发掘开启了仰韶文化分期和分型
研究的开端。1959年，石兴邦先生就提出了仰
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意见，表示可分为半坡类型
和庙底沟类型。在王仁湘看来，这个方法还影
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
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
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
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近年来，在众多的考古现场：石峁遗址、周
原遗址、栎阳城遗址、太平遗址……我们可以发
现，考古人员手上用来“找边”和刮地层用的尖
头铲、平头铲——这是“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
员训练班”结业时，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样品，为
每位学员制成的发掘工具。随着这套工具下
发的，还有田野工作中使用的遗址和墓葬发掘
记录本、出土标本登记册和标签本等。全国各
地文物单位随即照样复制，一直沿用至今。

多年来，石兴邦先生为“建立有中国特色
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
学文化体系”，大力拓展学科的思维空间和课
题视野，为中国考古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石兴邦先生的学术人生，由半坡出发，跨
近史前时代，对中国史前文化整体框架和中
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解构理论，深
刻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和对世界
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

（原载于 2022 年 4 月 6 日《中国社会科学
报》，本报转载有删节）

□陆航

石兴邦：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第一人

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仰韶文化彩
陶艺术精品。陶盆外表呈橘红色，在内壁用黑
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前
额左半部涂黑，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
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嘴巴左右两侧
分置一条变形鱼纹，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
大鱼，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
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图
画的两个人面之间，各有一条大鱼作相互追逐
状。整个画面构图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
奇幻色彩。

鱼纹是半坡彩陶中比较多见的题材，半坡
居民在许多陶器上都绘有鱼、蛙、网纹等图
案。艺术源于生活，鱼、蛙、网等物都与渔猎活
动密切相关，这些形象作为母题较多地出现在
陶器装饰上，表明渔猎活动在当时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显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人面鱼纹彩陶盆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
品，还有更深的象征意义。图画中人面与鱼纹
共存，鱼的形象参与到人面里，充当口、耳、头
发等器官进而构成人鱼合体。这些特征寓意
此时的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并在人的生活中扮
演着支配的角色，可能是作为本氏族的图腾来
加以崇拜。而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耳部还各
有一条小鱼附着，表现的是半人半神的形象，
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一般认为图画象征巫
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

□王月前

图腾秘器：
人面鱼纹彩陶盆

2013年 6月 28日，石
兴邦先生雕像在西安半
坡博物馆落成。当年主
持发掘半坡遗址的石兴
邦故地重游，亲眼见证了
自己雕像的落成，这时
候，距离发掘半坡遗址已
经过去 60载。

1958 年 4 月 1 日，西
安半坡博物馆正式建成
开放，成为中国第一座新
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

“半坡”二字具有丰
富的内涵，既代表了一处
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种史
前考古学文化类型，也代
表了一座博物馆。半坡
遗址发现于 1953年春季，
遗址面积约 5万平方米。
1954年至 1957年，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进
行了 5次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面积达 1万平方米。

西安半坡博物馆位
于西安东郊浐河东岸，馆
藏各类文物 1.8 万余件，
其中三级以上文物 4000
多件，化石标本 300 余
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动物骨骼标本若
干。人面鱼纹盆是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
宝贵的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2008年北京奥
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创意灵感就来源于它。

郭沫若一直情系西安半坡博物馆，多次
参观博物馆。1989 年，西安半坡博物馆修建
了仿原始社会房屋棚架造型的迎宾大门，门
顶部嵌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图案
的铜制图徽，其下便是郭沫若题书的“西安半
坡博物馆”。

1961年，半坡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西安半坡博
物馆被中宣部确定为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2008年 5月，西安半坡博物馆被国
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半坡遗
址和西安半坡博物馆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
和博物馆学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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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彩陶盆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